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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发展之间:核能
法律规制的美国经验及其启示

胡帮达*

摘 要 协调核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是核能法律规制的核心议题。美国采用了行政规制

和责任约束相结合的法律规制路径。在行政规制方面,美国建立了独立的核规制委员会,核规

制委员会将 “安全”界定为“可接受的风险”来体现对公众的充分保护,并通过改革许可程序和

革新监督执法模式来提高安全规制效率,降低企业合规成本。在责任约束方面,通过限定企业

赔偿数额并建立多层级的责任保险机制,美国致力于实现保护公众权益和保护核能产业的双

重目标。美国核能法律规制的理念和我国国家核安全观的内涵具有相似性,其经验对我国明

确核立法目的定位、完善核能监管组织体系、确立总体核安全目标、优化核安全监管手段以及

完善核损害赔偿机制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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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核能法律规制之核心议题

核能利用会对人体健康与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带来特殊风险,必须慎重规划并妥善规制。

应当承认,发展核能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应对严峻的环境污染与气候变

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现阶段禁止或者放弃开发核能并非理性之举。因此,核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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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的目标不是禁止核能利用行为,而是既强调风险控制,也重视增进收益,这是核能立法的

基本特性。〔1〕换言之,核能法律规制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在保障安全和有利于核能发展之间

保持合理的平衡。

我国1984年开工建造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一期工程),30多年来核能事业取得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现已成为在运核电机组数全球第四(38台)、在建机组数全球第一(19台)的核

电大国,〔2〕而且根据目前的发展布局,“十三五”末我国在运核电机组数将跃居为全球第二

位。〔3〕与此同时,我国也从核电技术的进口国转向核电技术出口国。例如,我国已开始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核电技术。〔4〕然而,核能的快速发展所增加的安全风险亦不可忽

视,〔5〕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阐述中国核安全观时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发

展核能事业”。〔6〕我国正在构建和完善核能法律制度体系。2017年9月出台的《核安全法》

标志着我国核能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有关部门还在推进《原子能法》《核损害赔偿

法》等核能领域的立法工作,〔7〕为规范核能发展秩序和控制安全风险提供全面的法律保障。

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制度设计中实现“安全与发展并重”是我国核立法和制度完善应当考虑的

重要问题。

美国最早发展民用核能并实现“依法治核”,是当前世界头号核电国家,其在核能技术和核

能法律制度方面都是最具影响力的输出国。美国核能法律规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始终贯穿着一

条主线,即在给予公众充分保护的同时兼顾对核能产业的保护。美国经验为分析核能法律规

制的核心议题提供了一个鲜活实例,亦能为思考我国的问题带来启发。本文将从规制机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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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SeeC.Stoiber,etal.,HandbookonNuclearLaw:Implementinglegislation,Vienna:Interna-
tionalAtomicEnergyAgency,2010,p.3.

数据来源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电力堆信息系统”,https://www.iaea.org/pris/CountryStatistics/

CountryDetails.aspx? current=CN,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18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和《电力发展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国家能源局,2016年)。
参见“两国元首见证 中核将在阿建重水堆和华龙一号两台机组”,http://www.china-nea.cn/ht-

ml/2017-05/3830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18日。
据国家核安全局统计,我国发生的核电厂运行事件和建造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核电厂运

行事件从2006的15起上升到2016年的71起,核电厂建造事件从2006年的2起上升到48起。参见国家核

安全局:《国家核安全局年报》(2006-2016),http://nnsa.mep.gov.cn/,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18日。
参见习近平:“在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

25/c_12631011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18日。
《原子能法》已纳入《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和《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目

前已有数名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制定《核损害赔偿法》。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http://www.npc.
gov.cn/npc/xinwen/2017-12/27/content_203554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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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目标、规制手段和核责任四个方面来分别论述美国核能法律规制的经验。这四个方面实际

体现了核能法律规制的两条基本路径———安全规制体系的构建和责任规则的设计。〔8〕本文

将对美国的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我国核立法和制度完善的启示。

一、规制机关之改革:分离核能发展和安全规制职能

规制机关代表政府对核能利用行为进行积极干预,以实现法律确立的基本目的。而法律

如何配置核能发展和核安全规制这两项权力,则关乎其目的实现的效果。从1946年至今,美

国核能规制机关经历了两次改革,反映了规制机关设置和权力配置模式与法律所追求的目标

之间不断调适的过程。

二战后,为了落实国家的核政策,美国国会通过《1946年原子能法》〔9〕设立原子能委员会

(AtomicEnergyCommittee)并授权其对所有核活动进行管理。原子能委员会由总统提名,参

议院批准的5名委员组成,由总统指定其中1位委员担任委员会主席。原子能委员会具有管

理整个原子能项目的“非比寻常”的权力。〔10〕具体而言,根据《1946年原子能法》的规定,原子

能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组织实施原子能项目的研发活动、控制核材料以及控制原子能相关

的科学与技术信息、资料的传播等。由于《1946年原子能法》制定于美苏冷战背景下,该法的

主要立法目的是维持美国的核武器垄断地位以服务于国家安全这个大目标。为此,原子能委

员会的实际工作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开展研发核武器;二是防止核技术与相关资料的

扩散。换言之,在《1946年原子能法》的规定下,原子能委员会代表政府享有开发原子能的排

他性权力。然而,这种机构设置和权力配置模式禁锢了核能的和平利用。

1949年前苏联核爆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武器垄断。美国担心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落后

于其他国家而有损其国际威望和领导力,转而鼓励发展民用核能以图在“核电竞赛”中获得领

先地位。〔11〕为此,1953年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原子用于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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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10〕

〔11〕

安全规制体系,是指行政机关积极干预或者修正企业的核能利用行为以防止发生核事故;责任规

则,是指从侵权法的角度,通过规定核损害赔偿责任,以不利后果来产生震慑“效果”,从而间接迫使企业注意

核能利用行为的安全。这是对风险行为控制的两种不同进路。参见(美)唐纳德·A.威特曼编:《法律经济学

文献精选》,苏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美国《1946年原子能法》(AtomicEnergyActof1946),PublicLaw585,https://science.energy.

gov/~/media/bes/pdf/Atomic_Energy_Act_of_1946.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18日。

SeeHaroldP.GreenandAlanRosenthal,GovernmentoftheAtom:TheIntegrationofPowers,

Atherton:AthertonPress,1963,p.3.
SeeJ.SamuelWalkerandThomasR.Wellock,AShortHistoryofNuclearRegulation:1946–

2009,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2010,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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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强调和平利用核能以服务人类需求。〔12〕次年,美国国会对《1946年原子能法》进行大

修,通过了新的原子能法———《1954年原子能法》。〔13〕该法旨在结束政府对核技术、材料和资

料的垄断,鼓励私有部门广泛参与开发民用核能,以形成核能竞争市场,其附加的条件是“基于

和平目的核能开发利用应当最大限度地和共同防御与国家安全、以及公众的健康与安全(目

标)相一致”。〔14〕为实现该立法目的,《1954年原子能法》在继续保留原原子能委员会机构名

称的基础上,对其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授予新原子能委员会三项职能———开发核武器、促进民

用原子能的发展和保护公众健康与安全。〔15〕尽管立法过程中有批评者质疑原子能委员会的

后两项职能存在冲突,甚至国会也曾考虑过要建立专门的安全规制机关,但当时原子能委员会

的职员相当有限,无法分离出足够专业的人员来组成新的规制机关,这一设想未能成形。〔16〕

然而,这种集核能发展和安全规制权于一身的权力配置模式成为后来持续争议的焦点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原子能委员会在处理这两项职能的关系时出现了失衡,其将主要

的资源放在推动核能发展上面,例如实施政府和企业合作项目、为私有企业提供技术示

范、免除企业核燃料使用费等,〔17〕而将对安全的规制放在相对次要位置。其结果是,美

国民用核能得到迅猛发展乃至到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核电“浪潮市场(BandwagonMar-

ket)”〔18〕而安全问题也不断涌现。在经历核电厂选址争议、〔19〕辐射标准争论、〔20〕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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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SeeDavidFischer,HistoryoftheInternationalAtomicEnergyAgency:TheFirstFortyYears,

Vienna:InternationalAtomicEnergyAgency,1997,p.9.
美国《1954年原子能法》(AtomicEnergyActof1954,PublicLaw83-703,https://www.nrc.gov/

docs/ML1327/ML13274A489.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18日)被后续通过的一些法律多次修正,为讨

论方便,本文以下部分使用的《1954年原子能法》均为相应时期经修订的版本,而不再特别注明。

42USC2013,Sec.3.d.
42USC2033-2037.
J.SamuelWalkerandThomasR.Wellock,supranote12,p.49.
1955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宣布实施“电力堆示范项目”,鼓励并吸纳私有企业来参与多种电

力反应堆技术的设计和研究。SeeWendyAllen,NuclearReactorsforGeneratingElectricity:U.S.Devel-
opmentfrom1946to1963,SantaMonica:RandCorporation,1977,pp.39-52.

SeeJ.SamuelWalker,ContainingtheAtom:NuclearRegulationinaChangingEnvironment:

1963-1971,Oaklan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2,p.34.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末,由于难以区分远离人口集中区选址和增加安全保障特性的关系,

原子能委员会进而对核电厂在人口集中区选址持开放态度。1962年,爱迪生联合公司向原子能委员会

申请建造许可证———拟在位于纽约市中心地带的皇后区东河沿岸建造一座1000MWe的大型核电厂。
这一计划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国会遂在1963年举行听证会,迫于各方质疑和批评,爱迪生联合

公司于1963年1月撤销了申请。SeeJ.SamuelWalker,supranote12,pp.62-72.
1960年代末,针对低水平电离辐射对健康影响的不确定性,原子能委员会采取了“容许剂

量”的标准,引发了社会争议,被专家批评为这是一种“合法的谋杀”。SeeJ.SamuelWalker,Permissible
Dose:AHistoryofRadiationProtectionintheTwentiethCentury,Oaklan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2000,pp.1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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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堆芯融化风波、〔21〕热污染环境影响评价事件 〔22〕等一系列挑战后,原子能委员会身兼

推进核能发展与实施安全规制两项职能的合理性不断受到质疑。批评者认为,让原子能

委员会监管核能无异于“让狐狸看守鸡窝”。〔23〕将安全规制的职能同推动核能发展的职

能进行分离日渐成为共识。

1973-1974年,因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而爆发的能源危机加速了上述职能分离的进程。

美国政府意识到能源自足的重要性,建议建立一个联邦能源开发机构来统一行使当时分散于

各机构的国家能源研究与开发职能,同时建立一个专注于、并有可能加快核电厂许可的机

构。〔24〕时任总统尼克松请求国会采取立法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国会采纳了尼克松的建议

并于1974年10月通过了《1974年能源重组法》。〔25〕该法撤销了原子能委员会并在其基础上

建立了能源研究与开发局(EnergyResearchandDevelopmentAdministration)〔26〕和核规制

委员会(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前者为总统管辖的行政分支,负责核武器的开发

和民用核能的发展研究;后者为独立规制机关(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的5名委员组成,

由总统从中指定一名委员担任主席),对核能利用行为的安全进行规制,具体职能包括制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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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26〕

1960年代末,有专家质疑反应堆的安全性,认为在丧失大量冷却剂的情况下,如果应急堆芯

冷却系统运行失败,停堆产生的大量衰变热量将会导致堆芯融化,届时包容核燃料的压力容器,甚至安

全壳都有可能被冲破,以至于向环境释放大量的放射性物质。甚至还有人担心,融化的核燃料将会不断

渗入地下,穿透地壳而到达中国。社会公众和媒体对此问题极为关心,但原子能委员会在不能给出合理

答案且隐瞒相关实验结果的情况下发布了关于应急堆芯冷却系统的临时接受标准,引发了社会不满并

迫使原子能委员会举行公开制规听证会。该听证历时一年半,有效听证时间共计135天,形成听证记录

22000多页,反 映 了 原 子 能 委 员 会 未 对 安 全 问 题 给 予 充 分 重 视。SeeDavidOkrent,NuclearReactor
Safety:OntheHistoryoftheRegulatoryProcess,Madison: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Madison,

1981,pp.50-61;W.B.Cottrell,“ECCSRule-makingHearing”,NuclearSafety,Vol.15,No.1,1974,

pp.30-55.
1969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环境政策法》,要求联邦机构对明显影响环境质量的联邦行为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1970年12月,原子能委员会发布其实施《环境政策法》的办法,声明其将依赖其他联

邦机构和州机构对拟议核电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为在建和在运行的核电厂提供一个过渡期。环保

主义者认为原子能委员会的做法不符合《环境政策法》的要求,并起诉原子能委员会。1971年7月美国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判决并认为:“《环境政策法》要求原子能委员会对拟议核电厂的环

境影响实施独立评价,强调能源需求不能成为原子能委员会推迟实施《环境政策法》的理由,原子能委员

会对《环境政策法》的跛足理解是在嘲笑法律。”SeeAmericanElec.PowerServiceCorp.v.FederalEnergy
RegulatoryCommission,146U.S.App.D.C.33(1971).

J.SamuelWalkerandThomasR.Wellock,supranote12,p.49.
SeeAliceBuck,A HistoryoftheEnergyResearchandDevelopmentAdministration,U.S.De-

partmentofEnergy,1982,pp.2-3.
《1974年能源重组法》(EnergyReorganizationActof1974,PublicLaw93-438)实际上是对美国

《1954年原子能法》进行了修改。
美国国会于1977年通过《能源部组织法》将能源研究与开发局和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局合并,成立

美国能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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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法规、标准,对核材料和核设施实施许可并进行监督和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纠正与处罚,

以及开展与核安全规制相关的研究等。〔27〕自此,美国进入了核规制委员会规制时代。

需要指出的是,从机构改革的背景来看,设立核规制委员会的初衷并非只是强调安全规

制,还有提高规制效率从而有利于核能发展的功能期待。换言之,脱胎于原子能委员会的核规

制委员会既继承了原子能委员会“积攒”的近20年规制资源,同时也背负着原子能委员会的遗

留问题。核规制委员会在实施规制时仍将面临安全和发展的权衡问题。

二、规制目标之定位:确立可接受风险水平

无论是起初的原子能委员会还是现在的核规制委员会,保护公众健康与安全都是其法定

职责之一。然而,由于核能利用活动的高度技术复杂性和存在的科学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核能

发展早期),立法机关难以在法律中确立具体的安全目标和规制手段,而是笼统地授权规制机

关实现“安全”。例如,美国《1954年原子能法》第57条c款规定:“如果委员会发现发放此种

特殊核材料或者许可证将会不利于共同防御和安全或者对公众健康与安全构成不合理的风险

(unreasonablerisk)”,不得发放任何特殊核材料或者发放许可证;第182条规定:“关于经营生

产或使用设施许可证的申请,申请人……将为公众的健康和安全提供充分的保护”。〔28〕法律

并没有进一步明确何为“不合理的风险”或者“充分的保护”,而是交由核能规制机关去判断,亦

即确定核安全的规制目标或定义“安全”是核能规制机关的职责所在。〔29〕

美国核能规制机关在界定“安全”时经历了从“技术可靠”到“风险可接受”的理念转变。这

种转变的背后体现了规制机关对安全和发展目标的权衡。具体来讲,在民用核电发展之初,核

电厂在设计上采用了“纵深防御”〔30〕的思想。其理论预设是,纵深防御措施能够确保任何单

一的技术故障、人为或组织失误都不会导致有害影响,并确保可能引起重要有害影响的叠加故

障概率处于较低状态。原子能委员会把单个设备故障或者操作失误而引发的特定始发事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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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42USC5811-5845.
42USC2111.
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NoUndueRisk:RegulatingtheSafetyofOperating

NuclearPowerPlants”,2014,https://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nuregs/brochures/

br0518/,lastvisitedJanuary18,2018.
所谓纵深防御,即通过设定一系列连续和独立的防护层次或实物屏障,当某一层防护或屏障失效,

后续防护层或屏障就会发挥作用,从而防止特定事故后果的发生。对核反应堆安全来说,包括两方面:一是要

求提供多层次的设备和规程,防止其偏离正常运行,并检测和纠正偏离正常运行的情况以防止预计运行事件

升级为事故工况;二是针对核设施设置多道实体屏障(通常包括燃料本身、燃料包壳、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

边界和安全壳等),防止放射性物质外逸。参见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术语核安全和辐射防

护系列》,国际原子能机构2007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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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可信事故”(credibleaaccident),把最严重的可信事故称为“设计基准事故”,〔31〕并通过

制定法规明确了反应堆设计应当考虑的可信事故的范围。〔32〕原子能委员会认为,只要在技

术设计上做到使核电厂能抵御设计基准事故即意味着达到了安全要求。但是这种强调技术可

靠性的安全界定方法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可信事故为原子能委员会专家根据经验而非量

化的因素或者理论与实验数据所确定,其排除了诸如反应堆压力容器的灾难性故障以及多重

独立故障等“不可信事故”(incredibleacccident),〔33〕而这些不可信事故可能会成为影响核反

应堆安全性的“黑马”;二是原子能委员会对核反应堆的安全边界和事故发生概率只能做出定

性的判断,其最多只能告知公众核反应堆发生严重事故的可能性很低,但不能说明事故概率到

底有多低。〔34〕概言之,原子能委员会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安全目标。公众无法据此来判断

自己的健康与安全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企业亦不知道其在纵深防御措施方面的投入能产

生多大的安全效益。

随着安全争议的不断发生,核电厂到底有多安全以及应当实现何种程度的安全成为原子

能委员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为此,原子能委员会于1972年启动了反应堆安全研究项目。

研究过程中,项目组引入概率风险评价法(probabilisticriskassessment)〔35〕对美国100多座

核电厂的运行风险进行计算后得出了关于核电厂安全性的量化结果,〔36〕并指出运行核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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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5〕

〔36〕

设计基准事故,是指核设施的设计过程中根据既定标准明确考虑的各种工况和事件。同上注,第

46页。
例如,1975年核规制委员会颁布的《轻水堆核电站安全分析报告标准格式》,规定需对47种典型

始发事故进行分析。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StandardReviewPlanfortheReviewof
SafetyAnalysisReportsforNuclearPowerPlants(LWREdition)”,1975,https://www.nrc.gov/reading-
rm/doc-collections/nuregs/staff/sr0800/,lastvisitedJanuary18,2018.

SeeU.S.AtomicEnergyCommission,TheoreticalPossibilitiesandConsequencesofMajorAcci-
dentsinLargeNuclearPowerPlants(WASH-740),1957,http://www.dissident-media.org/infonucle-
aire/wash740.pdf,lastvisitedJanuary18,2018.

Ibid.
概率风险评价法(ProbabilisticRiskAssessment,简称PRA),通过计算真实的数据来评估风险,从

而确定会出什么错,可能性多大,后果有多严重。PRA用来洞察核电厂设计和运行中的长处和缺陷,可以估

测三个层次的风险:第一个层次,估测导致反应堆堆芯损坏的事故的频率;第二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的基础

上估测导致放射性物质从核电厂中溢出的事故的频率;第三个层次,在第二个层次的基础上估测放射性物质

溢出后对公众损伤和环境损害的后果。PRA后来被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各国广泛采用,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

有些国家也将概率风险评价法称为“概率安全评价法 (ProbabilisticSafetyAssessments,简称PSA)”。See
InternationalAtomicEnergyAgency,“ProceduresforConductingProbabilisticSafetyAssessmentsofNuclear
PowerPlants(Level1)”,SafetySeries,No.50-P-4,1992.

WASH-1400报告认为,发生导致10人以上死亡的核事故的概率为三百万分之一每堆年,发生

导致100人以上死亡的核事故的概率为一千万分之一每堆年。核事故导致的死亡率数量不到上述非核事故

的万分之一,在造成同等规模财产损失的事故方面,核电厂事故的发生概率不到非核事故等量的财产损失的

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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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要远小于其他人造事故(如汽车事故、飞机坠毁等)和自然事件(如地震、飓风等)。〔37〕

项目组在研究报告中还指出核电厂风险的主要诱因不是上述被作为设计基准事故来重视的大

的丧失冷却剂事故,而是未能紧急停堆的预计瞬变 〔38〕和小的丧失冷却剂事故等小的故障。

该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为回答核安全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1979年美国发生的三里岛核事故证实了上述研究的预测,使概率风险评价法受到重视,

核规制委员会决定运用此方法建立一个量化的核安全规制目标。〔39〕1986年,核规制委员会

发布了《核电厂安全目标政策声明》(简称《政策声明》)。〔40〕《政策声明》要求运行核电厂应当

满足两方面的定性安全目标:一是不给公众造成显著的额外健康与生命风险;二是给社会带来

的健康与生命风险不得高于其他电力生产技术产生的风险而且不能给社会带来显著的额外风

险。与此同时,《政策声明》还设立了两个“千分之一”的配套定量目标,即核电厂正常运行导致

的核电厂附近(10英里内)人群癌症死亡风险不得超过其他原因导致的癌症死亡总风险的千

分之一,以及核事故导致的核电厂附近(1英里内)人均即时死亡风险不得高于美国人通常暴

露的其他事故的即时死亡总风险的千分之一。核规制委员会认为,其设定的安全目标能够保

障生活或工作在核电厂附近的公众不用因临近核电厂而有特别的危险。核规制委员会随后于

1990年发布了《安全目标实施方案》,提出要通过制(修)订法规和监管导则来实现上述安全目

标。〔41〕换言之,《政策声明》已经成为指导核规制委员会实施规制的方向标。

核规制委员会认为,上述安全目标大致界定了一个核电厂运行的可接受风险水平,也是对

《1954年原子能法》规定的“不对公众健康与安全构成不合理的风险”的具体诠释,回答了“多

安全才算足够”的问题。首先,安全目标以公众健康为中心,要求核电厂运行的健康风险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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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40〕

〔41〕

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ReactorSafetyStudy:AnAssessmentofAccident
RisksinU.S.(WASH-1400)”,1975,https://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nuregs/staff/

sr75-014/,lastvisitedJanuary18,2018.
未能紧急停堆的预计瞬变(AnticipatedTransientWithoutScram),是指对核反应堆而言,其始发事

件是在预期运行事件期间反应堆快速停堆系统未能发挥作用的事故。参见国际原子能机构,见前注〔31〕,第

18页。

SeeMillerB.Spangler,“ASummaryPerspectiveonNRC’sImplicitandExplicitUseofDeMini-
misRiskConceptsinRegulatingforRadiologicalProtectionintheNuclearFuelCycle”,ContemporaryIssues
inRiskAnalysis,Vol.2,1987,pp.111-143.

参见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SafetyGoalsfortheOperationoftheNuclearPower
Plants”,1986,https://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ommission/policy/51fr30028.pdf,最后

访问日期:2018年1月18日 。虽然1990年以后,核规制委员会内部有人认为其存在不足(例如规制人员认

为安全目标没有考虑环境后果、员工保护和核保障方面的等因素),并对政策声明的部分内容提出修改建议,
但这些建议均没有获得委员会通过,该《安全目标》至今有效。

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ImplementationoftheSafetyGoals”,1990,nrc.gov/

docs/ML0037/ML003707881.pdf,lastvisitedMay2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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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目前被社会接受的发电技术要低;其次,制定安全目标时体现了保守思想,如对风险影响

范围(即核电厂附近的范围)做出了特别限定;再次,安全目标考虑了不确定性,其在使用概率

风险评价法时仍然会重视纵深防御措施;最后,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安全目标制定过程吸纳了

包括专家、公众、核能企业等在内的不同主体的参与,反映了各方的利益诉求。〔42〕

实际上,核规制委员会用风险可接受性来界定“安全”是在说明安全的相对性。这也暗含

了实现可接受的风险水平这一规制目标会涉及成本问题。〔43〕这一点也是《政策声明》制定过

程中存在争议的问题。核规制委员会曾指出安全因素和经济因素并不必然冲突,因为安全能

够保障企业正常运行核电厂而避免损失,但是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在安全决策中多大程度应当

考虑经济影响以及应当投入多少资源来实现特定的安全目标。〔44〕对此问题,《政策声明》起

草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安全决策不应当考虑成本问题,企业应当遵循“合理

可行尽量低”的原则不断降低核电厂的风险;另一种观点认为,安全决策应当考虑成本问题,安

全目标的实施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45〕核规制委员会在其1983年发布的《政策声明》

(试行)中采纳了第二种观点,其在上述定性目标和辅助定量指标外,还设立了一个关于核电厂

安全改进的成本-效益分析指标———核电厂降低每人-伦琴 〔46〕辐射的成本不应当超过1000

美元。〔47〕然而,该指标在1986年的《政策声明》中被删除了,即核规制委员会在安全目标实

施的成本考虑方面最终采取了“沉默”立场。〔48〕尽管后来不断有建议请求核规制委员会对安

全目标进行修订并考虑实施成本-效益分析,〔49〕但核规制委员会仍然没有做出任何变动。

核规制委员会在规制目标的设定方面,力图表现为为公众安全提供充分的保障,避免被指责偏

向产业利益。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实际效果方面,核规制委员会确立的可接受风险水平这一量

化的安全目标亦为核能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预期,企业在达到了安全目标后没有法定义务

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不断提高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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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47〕

〔48〕

〔49〕

SeeBFischhoff,“AcceptableRisk:TheCaseofNuclearPower”,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
Management,Vol.2,No.4,1983,pp.559-579.

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SafetyGoalforNuclearPowerPlantOperation”,

1983,https://www.nrc.gov/docs/ML0717/ML071770230.pdf,lastvisitedMay26,2017.
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1980TowardaSafetyGoalDiscussionofPreliminary

PolicyConsiderations”,https://www.nrc.gov/docs/ML1219/ML12198A237.pdf,lastvisitedJanuary18,

2018.
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supranote44.
“人-伦琴”为辐射照射剂量的标准测量单位。

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supranote44.
核规制委员会发布的“核电厂运行安全目标政策声明”声明中附上了两位委员的保留意见,其中就

包括对删除成本-效益分析指标的质疑。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supranote43.
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ModificationstotheReactorSafetyGoalPolicyState-

ment”,2000,https://www.nrc.gov/docs/ML0036/ML003684288.pdf,January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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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制手段之改进:提高规制效率

规制目标需要规制机关采取具体的规制手段来实现。规制机关的规制过程分为两个主要

阶段,一个是对核能利用行为准入的限制,另一个是对核能利用过程的控制。前者是对从事核

能利用活动申请者的各项条件提出要求并进行审查,符合条件者方可实施相关的核能利用活

动,其主要手段是实施核安全许可;后者是对许可证持有人所实施的核能利用活动进行监控,

确保许可证的条件切实得到落实,使核能利用活动处于安全状态,其主要手段是监督检查。美

国核能规制机关在许可和监督检查方面的改革方向是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减轻对企业的规制负

担。

(一)改革许可程序

美国《1954年原子能法》虽然鼓励私有企业参与发展民用核能,但出于安全的考虑并没有

全面解禁核能利用活动,而是要求实施核能利用行为必须要先获得核能规制机关颁发的许

可。〔50〕在此方面《1954年原子能法》概括性地规定了运行核电厂应当获得建造和运行许可,

但并没有规定许可的具体条件和步骤。这实际上授予了原子能委员会实施许可的自由裁量

权。原子能委员会采取了“两步许可法”,即要求企业先申请获得建造许可,在核电厂建好后再

申请运行许可证。原子能委员会在审批核电厂建造许可时,并不要求申请人提交拟议核电厂

的最终安全证明,而是要求申请人提供在建造过程中解决申请建造许可时未决安全问题的合

理担保,待到审批运行许可时再要求企业提交最终的安全证明。原子能委员会的理由是,在申

请建造许可时难以预料核电厂的所有安全问题并得出最终安全结论,在建造过程中最终能解

决这些问题,况且在运行许可审批阶段仍然可以对这些安全问题进行把控,太严格或者不灵活

的规制不利于鼓励私有企业参与投资发展核能。〔51〕换言之,原子能委员会“两步许可法”的

程序设置旨在推进核能快速发展。

然而,原子能委员会上述允许“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被指责有损公众安全利益。批评者

认为,原子能委员会两步许可中的不同安全证明要求将实际导致最后的拒绝发放运行许可证

的决定变得不可能,因为建成的核电厂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企业以此作为既成事实在运行

许可审批过程中占据着话语权优势。〔52〕不过,原子能委员会的做法却获得了美国联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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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42USC2131-2142.
J.SamuelWalker,supranote19,p.41.
SeeDeanHansell,“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Proceedings:A GuideforIntervenors”,

UCLAJournalofEnvironmentalLaw & Policy,Vol.3,No.1,1982,pp.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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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支持。在1961年“电力堆发展公司诉电子、放射与机械工人国际联盟”一案 〔53〕中,电

子、放射与机械工人国际联盟的主张———原子能委员会应当要求在申请建造许可时提供最终

的安全证明———并没有获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第一,法律没有要

求原子能委员会在颁发建造许可时应当提供最终的安全证明,而是要求其在审批运行许可时

应当有确凿证据说明运行核电厂能够给公众的健康和安全提供充分的保护;第二,核反应堆的

发展和变化快,今天的先进技术在明天或许就不是,今天的问题在明天可能就不是问题,况且

很多问题在建造中能够解决,因此对技术问题的判断应当尊重作为规制机关的原子能委员会

对具有争议的法律条款的行政解释;第三,企业申请建造许可属于自担风险的行为,完全存在

原子能委员会拒绝发放运行许可的情况,而且在颁发运行许可时反对者有权在听证过程中提

出意见,也有权对原子能委员会的许可决定申请司法审查。联邦最高法院的立场保障了两步

许可法顺利实施,促进了美国核电产业的快速起步。〔54〕

两步许可法固然在安全准入门槛这一实体性要求上为企业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在程序要

求上并不利于提高许可效率。这是因为,在审批建造许可时和运行许可原子能委员会均需主

动举行公开听证程序,而这两道听证程序可能大大延长许可审批周期。许可周期的延长将增

加核电发展成本。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中后期美国核电发展缓慢乃至陷入停滞状态

和日益延长的许可周期密切相关。〔55〕为了减少核电厂许可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提高许可效

率,给核电发展提供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许可规范,核规制委员会于1989年制定了一系

列新的许可规章来替代之前的两步许可法。这些新规章构建的许可体系包括“早期场址准许

(earlysitepermits)”“标准设计证书(standarddesigncertifications)”和“建造与运行合并许

可(combinedlicenses)”。〔56〕具体而言,早期厂址许可,是指企业在申请建造与运行合并许可

之前先向核规制委员会申请批准一个核电场址以备将来建造核电厂。标准设计证书,是指核

电厂设计者可以向核规制委员会申请将其核电厂设计方案认证为标准设计以使该设计能够被

重复使用。建造与运行合并许可,是指企业可以把之前的两步许可申请并作一步直接向核规

制委员会申请建造和运行“一体化”许可证。对企业来说,新许可模式带来的变化体现在三方

面:一是企业获得早期场址准许可以争取和保护稀缺厂址资源,并先完成一些不属于核电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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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PowerReactorDevelopmentCo.v.Electricians367U.S.396(1961).
SeeSheldonL.Trubatch,“How,Why,andWhentheU.S.SupremeCourtSupportsNuclearPow-

er”,ArizonaJournalofEnvironmentalLaw & Policy,Vol.3,No.1,2013,pp.1-26.
1960年代申请和获批建造许可的平均周期是9个月,到1970年平均周期增加到了20个月,1977

年增加到41个月,这期间原子能委员会(核规制委员会)的规章和导则也在不断增加。SeeJamesWilliam
Bain,“InformalRulemaking:InQuestofNuclearLicensingReform”,DenverLawJournal,Vol.55,No.2-
3,1978,pp.177-222.

10CFRPart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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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建造方面的准备工作,〔57〕而且将来在申请建造与运行许可时厂址的安全性可以免于审查;

二是企业采用获得标准设计证书的核电厂设计在申请建造与运行合并许可时可向核规制委员

会申请免于审查核电厂设计的安全性;三是合并建造与运行许可能够使企业通过一次许可听

证解决所有安全问题。概言之,核规制委员会试图从降低企业许可申请的成本、缩短许可审批

的周期和减少许可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优化许可步骤从而激励核电发展。

然而,核规制委员会上述许可改革的合法性以及其能否充分保护公众安全与健康也遭到

质疑。批评者认为,核规制委员会实施合并许可的做法违反了《1954年原子能法》的分步许可

的规定,而且合并许可中的听证程序设置及其内容限制损害了公众安全利益。〔58〕核规制委

员会则认为《1954年原子能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能采取合并许可的方式,而在颁发合并许可

前的听证已经充分讨论了所有的安全问题,只要完成的建造能够符合许可载明的条件就能给

公众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核规制委员会的许可改革亦获得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支持。在“核

信息与资源服务组织诉核规制委员会”一案 〔59〕中,法院认为,《1954年原子能法》在许可过程

分为几步的问题上是保持沉默的,核规制委员会的做法并不违法;此外,由于核电技术已经相

对成熟,核规制委员会关于颁发合并许可的安全要求一般不会对新情况反应迟钝,即便出现反

应迟钝的情况,利益相关者亦可以申请核规制委员会修改其许可条件或者请求法院对核规制

委员会的许可决定进行司法审查来获得救济。继法院判决后,美国国会也对核规制委员会的

许可改革进行了肯定。国会通过的《1992年能源政策法》全盘采纳了核规制委员会的新许可

方案。〔60〕新许可制度已经初步实现了其功能预期,目前核规制委员会已经受理多项新核电

项目的申请并审批颁发了数个建造与运行合并许可。〔61〕

(二)革新监督执法模式

许可制度风险防控功能的有效发挥还取决于许可要求是否确实得到企业的严格遵守,这

也意味着规制机关对许可证持有人的核能利用行为实施监督的重要性。1970年代后期,美国

核电发展速度的放缓,核规制委员会许可审批的任务逐渐减少,工作任务重点开始转向保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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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61〕

例如,可以开展“四通一平”工程(施工现场通水、通电、通路、通通讯以及平整施工现场)。
在两步许可程序中,核规制委员会颁发建造许可和运行许可前都需举行公开听证,听证的内容没

有限制。合并许可程序中,核规制委员会在颁发合并许可前举行一次公开听证,听证内容包括所有的安全问

题,但是颁发了合并许可并不意味着企业建成了核电成就能直接运行核电厂,在运行前需要获得核规制委员

会的授权,而核规制委员会授权前将依申请举行听证,听证内容的范围限于之前颁发的合并许可中的条件是

否得到满足。批评者认为,合并许可中载明的安全条件可能出现不能应对新形式的情况,运行授权时的听证

内容范围的限制将可能损害公众安全利益。

NuclearInformationandResourceServicev.NRC,297U.S.App.D.C.169(1992).
42USC13201(2801-2807).
截止2017年6月,美国核规制委员会已经颁发了7个合并许可,https://www.nrc.gov/reactors/

new-reactors/col.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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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核电厂的安全。其在规制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既能有效保障安全,又能减轻企

业规制负担。

对核规制委员会来说,三里岛事故后回答上述问题变得尤为迫切。三里岛事故总统调查

委员指出,核规制委员会现有的规制模式难以有效保障安全,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核规制委员

会的态度及其监督执法模式都有必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62〕核规制委员会着手对规制措施

进行改革,其主要举措包括两方面:一是建立风险指引的规制模式(risk-Informedregula-

tion),二是建立基于表现的规制模式(performance-basedregulation)。所谓风险指引的规制

模式,是指广泛运用前述概率风险评价法对在运行核电厂的安全性进行全面评估,并根据评估

结论(风险等级)对核电厂各部分(环节)的风险分别采取应对措施的规制路径。其重要意义在

于确保对核电厂风险显著的地方,核规制委员会能实施重点监督,企业亦需投入更多的资源来

降低该风险。〔63〕核规制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布的《在规制活动中使用概率风险评价法的政

策声明》中指出,运用概率风险评价法可促进安全决策、提高监管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核电企

业不必要的成本,能够确保许可证持有者和规制者更好地聚焦于对公共健康和安全更为重要

的问题。〔64〕换言之,风险指引规制模式体现了核安全规制中的“木桶理论”,即欲提高核电厂

的整体安全性,应当重点修补核安全中最短的那块“木板”。而所谓基于表现的规制模式,是指

相对于指令性规制模式而言的规制路径。这种规制模式以核电厂的运行表现作为设计规制措

施的主要向导,通过建立评价运行表现的客观标准,鼓励企业自行选择满足上述标准的方

式。〔65〕换言之,基于表现的规制模式注重考察规制对象的行为结果,而不强制规定企业实现

安全目标的具体过程或手段。这样企业能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采取更加符合成本—效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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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SeeJohnG.Kemeny,etal,TheNeedforChange,TheLegacyofTMI:ReportofthePresi-
dent’sCommissionontheAccidentatThreeMileIsland,Oxford:Pergamon,1979,p.7.

SeeAndrewC.KadakaandToshihiroMatsuob,“TheNuclearIndustry’sTransitiontoRisk-In-
formedRegulationandOperationintheUnitedStates”,ReliabilityEngineeringandSystemSafety,Vol.92,

No.5,2007,pp.609-618.
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UseofProbabilisticRiskAssessmentMethodsinNu-

clearRegulatoryActivities”,1995,https://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ommission/poli-
cy/,lastvisitedJanuary18,2018;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PlanstoIncreasePerformance-
BasedApproachesinRegulatoryActivities”,1998,https://www.nrc.gov/docs/ML0912/ML091200326.pdf,

lastvisitedJanuary18,2018.
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Risk-Informed,Performance-BasedandRisk-In-

formed,Less-PrescriptiveRegulationintheOfficeofNuclearMaterialSafetyandSafeguards”,1998,ht-
tps://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ommission/secys/1998/secy1998-138/1998-138scy.
pdf,lastvisitedJanuary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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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来满足安全要求或改善安全水平。〔66〕

核规制委员会的上述改革举措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监督执法效率和降低企业的安全管理成

本。为推广这些新的规制方式,核规制委员会于1999年发布《风险指引和基于表现的规制白

皮书》,〔67〕进一步明确了风险指引规制模式和基于表现规制模式的概念和关系。考虑到这两

种规制模式在兼顾安全和效率方面具有很强的协同作用,核规制委员会于2006年决定将它们

合并成 “风险指引和基于表现的规制模式”(risk-Informedandperformance-basedregula-

tion),以全面推动核规制委员会监督执法措施的完善。〔68〕

四、责任规则之设计:兼顾公众利益和企业利益

以上关于规制机关、规制目标和规制手段方面的制度设计都属于政府通过积极行政来直

接干预核能利用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路,其主要目标是防止核事故的发生。然而,从风险的角度

来看,行政规制体系再完善也不能杜绝核事故的发生,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到最坏的情

形。有必要事先明确核责任规则,对发生核事故可能导致的损害问题作出安排。由于核事故

造成的损害属于巨灾损害类型,核责任规则的设计关乎公众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同时也

从投资风险的角度影响企业开发核能的信心。如何兼顾这二者的利益是美国核责任规则设计

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这一问题在美国《1954年原子能法》通过后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私有企业担心发生严重

的核事故可能导致巨额损害赔偿而使他们血本无归。私有企业的担心成为规制机关需要回应

的问题。为了给核责任规则设计提供科学依据,原子能委员会委托其所属布鲁克海文国家实

验室开展核电厂安全研究。1957年该实验室发布了研究报告(编号 WASH-740)并指出:

“在最坏情境下,一次核事故可能会导致将近3400人死亡、43000人受伤,造成1500万美元到

7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但这是一个估测,对损害的后果不能给出一个绝对的上限,从概率上该

最坏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为十亿分之一。”〔69〕这一结论给私有企业带来了不安,因为严重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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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69〕

对核规制委员会来说,基于表现的规制模式主要用于能够确保足够安全边界的行为,即在确保不

会因该行为不符合标准而立即导致安全顾虑。

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WhitePaperonRisk-InformedandPerformance-
BasedRegulation”,1999,https://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ommission/srm/1998/1998
-144srm.pdf,lastvisitedJanuary18,2018.

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UpdateonImprovementstotheRisk-InformedRegu-
lationImplementationPlan,”2007,https://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ommission/secys/

2007/secy2007-0074/2007-0074scy.pdf,lastvisitedJanuary18,2018.
U.S.AtomicEnergyCommission,supranote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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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发生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而且造成的损害规模很可能远超保险公司愿为每个反应堆提供

的6000万美元保险金。与此同时,美国原子能联合委员会(JointCommitteeonAtomicEner-

gy)〔70〕则认为,保险公司提供的这一保险额度显然不能给予公众充分的保护。〔71〕

此时,如果不能获得额外的保险保护,《1954年原子能法》发展民用核能的目标将难以实

现。例如,美国爱迪生公司声称他们会继续推进建设纽约附近的核电站,但若保险问题没有得

到解决他们也不会装料和运行核电站;通用电器公司则指出,没有政府的保险方案,民用原子

能市场会崩溃,私人投资者也会将资金撤出该领域。〔72〕为了解决上述难题,美国国会于1957

年8月通过了由参议院安德森和众议院议员普莱斯联合提出的《普莱斯—安德森原子能行业

损害责任法》议案(简称《普莱斯—安德森法》)。〔73〕

《普莱斯—安德森法》对企业一次严重核事故的赔偿数额做出了限定。根据该法的规定,

一次核事故造成的核损害赔偿责任为5亿6000万美元封顶,其中的6000万美元强制企业购

买私人保险来覆盖,而另外5亿美元由政府提供责任担保,〔74〕超出部分由国会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审查并决定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75〕美国国会认为,《普莱斯—安德森法》对损害赔偿

责任的限定能够保护企业不用担心因严重核事故而彻底破产同时保护公众在遭受核损害后能

够得到及时充分的赔偿的双重目的。〔76〕《普莱斯—安德森法》相当于给企业投资核能吃了一

颗“定心丸”,为私有企业发展核电免去了后顾之忧,促进了美国核电产业兴起。〔77〕可以认

为,在这个层面上《普莱斯—安德森法》保护核能产业的功能更显而易见。

当然,美国政府对企业的保护政策是有期限的,《普莱斯—安德森法》的最终目标是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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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71〕

〔72〕

〔73〕

〔74〕

〔75〕

〔76〕

〔77〕

原子能联合委员会(JointCommitteeonAtomicEnergy)是依据《1954年原子能法》设立在国会中

的固定的联合委员会,具有监督权和立法权,在国会中具有优先于其他委员会关于原子能方面的话语权。该

委员会于1977年被美国国会撤销。

SeeAnthonyF.Earley,“Price-AndersonActunderAttack”,NotreDameLawReview,Vol.5,

No.5,1978,pp.954-971.
J.SamuelWalkerandThomasR.Wellock,supranote12,pp.13-15.
《普莱斯—安德森法》(Price-AndersonNuclearIndustriesIndemnityAct)现为经修订的《1954年

原子能法》第170条,并于2005年最新修订,有效期延至2025年。
一开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反对设立一个具体上限,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估算反应堆事

故造成的可能损失,但是参议院安德森认为这样一个上限避免政府给企业开“空头支票”,而且《普莱斯—安德

森法》规定国会在必要时亦可以授权政府提供额外的补偿。

SeeO’ConnellWD,“Causation’sNuclearFuture:ApplyingProportionalLiabilitytothePrice-
AndersonAct”,DukeLawJournal,Vol.64,No.2,2014,pp.333-376.

SeeRocchioDM,“Price-AndersonAct:AllocationoftheExtraordinaryRiskofNuclearGenera-
tedElectricity:AModelPunitiveDamageProvision”,BritishDentalJournal,Vol.189,No.7,1986,pp.376
-379.

SeeK.S.ShraderFrechette,supranote75,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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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有能力提供责任保险。〔78〕实际上在后续的修法过程中,国会的态度逐渐转向强化对公

众的保护。例如,1966年国会通过修订《普莱斯—安德森法》确立了核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

原则并延长了诉讼时效以减少公众面临的核损害诉讼障碍。〔79〕1975年,国会在修订《普莱

斯—安德森法》时增加了“延迟保费”(deferredpremium)的规定,即在核事故发生后,对于超

出发生事故的核电厂业主所购买的保险的赔偿数额,根据评估结果,所有其他业主需要一定的

标准分摊缴纳该超出数额。〔80〕随着核电机组数的增加,到1977年企业之间建立的保险池

(insurancepool)数额已经超过政府之前提供的责任担保数额,政府也开始退出对企业的核损

害提供责任担保,而且随着保险池数额的增加,和后来修订的《普莱斯—安德森法》对赔偿限额

和相关保险要求的调整,〔81〕公众能够获得的损害赔偿的数额实际上也得到了提高。

目前,美国通过《普莱斯—安德森法》建立的核责任保险体系分为两个基本层级:第一个层

级是核电厂业主每年为每一反应堆购买的责任保险(3.75亿美元),即私人保险(privateinsur-

ance);第二个层级是核电厂业主在损害赔偿数额超过第一层级时按比例分摊的责任限额(1.

119亿美元),即行业自身的保险(industryself-insurance)。按照美国现有的104座反应堆

计算,对于一次核事故,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保险金总额已超过120亿美元。在这两层保险

机制之外,如果核损害的规模大于该总额,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向国会请求额外的减灾资金,国

会将审查核事故和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公众提供充分而及时的补偿。〔82〕在超出私人

保险限额时,每个核电厂的业主都要为其他业主造成的核损害买单,这种双重的责任保险机制

在分散企业风险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行业核安全监督的作用。〔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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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79〕

〔80〕

〔81〕

〔82〕

〔83〕

See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8.2InterpretationofPrice-AndersonAct,Section
170oftheAtomicEnergyActof1954”,http://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cfr/part008/

part008-0002.html,lastvisitedJanuary18,2018..
1966年《普莱斯—安德森法》修订时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延长了诉讼时效。SeeGalietteJ,

“ThePrice-AndersonAct:AConstitutionalDilemma”,BostonCollegeEnvironmentalAffairsLawReview,

Vol.6,No.4,1978,pp.565-596.
1977年《普莱斯—安德森法》修订时,增加了“延迟保费”(deferredpremium)的规定,即要求核事故

发生后,对于超出发生事故的核电厂业主所购买的保险外的赔偿数额,根据评估结果要求所有核电厂业主人

根据一定的标准分摊缴纳该超出数额。
根据《普莱斯—安德森法》的规定,每五年会根据通胀情况的变化而对保险费的数额作出相应的调整。
参见 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BackgrounderonNuclearInsuranceandDisasterRe-

lief”,https://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fact-sheets/nuclear-insurance.html,最后访问

日期:2018年1月18日。也有人据此认为美国核损害保险机制包括三个层级,但笔者认为美国国会的补救

措施具有不确定性,不能作为具有稳定预期的保险机制。

FaureMG,BorreTV,“CompensatingNuclearDamage:AComparativeEconomicAnalysisof
theUSandInternationalLiabilitySchemes”,William& MaryEnvironmentalLawandPolicyReview,Vol.
33,No.1,2008,pp.21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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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普莱斯—安德森法》建立的核责任制度经历了三里岛核事故的考验,〔84〕

在当时发挥了保护受害公众权利和保护核电企业之双重功效。《普莱斯—安德森法》对核责任

的限定及其保险机制的设计实际上是通过改造传统损害赔偿责任规则,在支持核能发展和保

护公众权益之间进行平衡的制度选择。

五、美国经验之总结与启示

(一)美国核能法律规制经验总结

美国核能法律规制的经验被后来发展核能的国家广泛借鉴,亦对核能领域国际法律规则

的创制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美国建立独立规制机关的做法被《核安全公约》《乏燃料安全管

理和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联合公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文件确立为核安全规制

的一项基本原则———独立性原则,也成为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核能规制体制构建与改革的

参考范本;〔85〕美国设立的量化核安全规制目标和风险指引规制模式也正在被国际原子能机

构所提倡,并为其他国家所学习;〔86〕而作为世界第一部关于核损害赔偿的法律———《普莱

斯—安德森法》,其关于企业赔偿数额的限定、强制责任保险以及政府补偿等核心要素也已被

国际核损害赔偿公约所采纳,〔87〕等等。可以认为,当前很多国家的核法律制度都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溯源到美国。因此,美国核能法律规制的经验可以成为我国核立法和制度完善时域外

经验考察的一个重要样本。当然,由于核能发展背景和法制体系的差异,对美国经验的借鉴不

能停留于简单地移植其具体制度措施,而应当站在回应共性问题的视角来领会其制度意图,进

而从思路上来分析美国法经验对我国核法律制度构建的参考价值。

如本文引言部分所述,如何兼顾安全目标和发展目标是中美核能法律规制的共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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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85〕

〔86〕

〔87〕

三里岛核事故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出现了大量的诉讼,最终保险共支付了将近

7100万美元用于三里岛核事故有关的赔偿请求和诉讼费用,由于事故发生时私人保险公司已有第一层级的

保险金1.4亿美元,没有动用第二层级的保险。参见U.S.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Backgrounderon
NuclearInsuranceandDisasterRelief”,https://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fact-sheets/

nuclear-insurance.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月18日。
参见胡帮达:“核安全独立监管的路径选择”,《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2期,第248-252页。

SeeLiChaojun,etal,“TheStudyonSafetyGoalsandPublicAcceptanceofNuclearPower”,En-
ergyProcedia,Vol.39,2013,pp.415-422.

国际核损害赔偿公约包括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导缔结的维也纳责任公约体系和 OECD主导缔结

的巴黎公约体系构成。前者包括《1963年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修订维也纳公约1997年议定

书》《1988年关于适用维也纳公约和巴黎公约的联合议定书》和《1997年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后者包括

《1960年在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1963年对巴黎公约进行补充的布鲁塞尔公约》和《修订布鲁塞

尔补充公约的2004年议定书》。这两个公约体系的基本原则相似,具体赔偿数额有区别,有进一步融合的趋

势。其中,《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直接由美国倡议和推动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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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问题上,综合以上各部分的论述,可用下表(表1)来对美国法的经验进行梳理。这些经验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归纳:

表1 美国核能法律规制的经验梳理

规制路径 具体方面 主要内容 对安全目标的贡献 对发展目标的贡献

安全规制体

系构建

规制机关

规制目标

规制手段

分离安全规制和核能发

展的政府职能
提高安全决策的独立性

提高规制效率和发展部

门的专注性

确立可接受风险水平 明确“足够安全”的内涵
明确安全的相对性、为企

业提供合规的稳定预期

改革许可步骤和要求 严格准入的安全要求
提高许可效率、缩短许

可周期、降低投资成本

建立风险指引和基于表

现的监督执法模式
重视补齐安全短板

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合规

灵活性、降低合规成本

责任规则设计 核责任
规定赔偿上限并建立多

层级强制责任保险

保障受害人获得救济、

倒逼企业提高安全水平

避免企业破产风险、为

其提供投资的稳定预期

第一,从制度追求的目标偏向来看,美国核能法律规制大体经历了从“发展优先于安全”到

“安全基础上利于核能发展”的方向转变过程。核能发展之初,尽管美国《1954年原子能法》也

强调发展目标和安全目标保持一致(协调),但在其未能规定具体安全要求的情况下,原子能委

员会采取的规制措施(例如两步许可法)偏向于优先促进核能兴起。与此同时,《普莱斯—安德

森法》规定的政府保险担保也减轻了企业的后顾之忧。待到发展目标基本实现后,美国则通过

立法或修法来改革规制体制、保险机制等措施来强化对公众的安全保护,但这些举措在实现安

全目标的同时也有为核能企业发展减负之功效。

第二,从规制路径的选择来看,美国采取了事前行政规制和事后责任约束相结合的路径来

实现法律规制目的。其中,行政规制是对核能利用行为的直接干预,责任约束是对核能利用行

为的后果威慑。对于前者,法律的主要作用是建立或改革规制机关并授予其充分的规制权力,

法律对政府核能发展权力和安全规制权力的配置方式也影响规制机关的规制立场,如独立机

关核规制委员会相对于综合性的机关原子能委员会更能体现保护公众安全的立场。而在法律

授权之下,规制机关是实施具体规制的主体,其对规制目标的确定和规制手段的设计与改造蕴

含着对安全目标和发展目标的双重考虑,虽然也不乏争议,但由于核能规制的专业性,规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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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规制举措能够获得法院高度尊重。〔88〕对于后者,法律的作用在于未雨绸缪,建立一个灾

难发生之后合理的损害填补机制。由于核事故的巨大潜在危害性,《普莱斯-安德森法》通过

规定企业赔偿限额、强制责任保险和政府担保等方式来实现既能充分弥补公众可能遭受的损

害,又能降低和分散企业面临的风险的目的。

第三,从法律规制的效果来看,美国安全规制体系中的各具体举措和责任规则对安

全目标和发展目标的贡献各有区别。首先,分离安全规制和促进发展的政府职能的主要

效果是保障规制机关的安全决策不受发展部门的制约,但其间接上具有提高规制效率和

发展部门专注性之功效。其次,确立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主要是为公众提供足够的安全保

障,但也明确了安全的相对性,为企业的合规提供了稳定的目标预期。再次,改革许可步

骤和要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严格了准入的安全要求,但其更大的贡献在于通过提高许可

效率和缩短许可周期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最后,建立风险指引和基于表现的监督执法模

式则既能补齐安全短板,又能直接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合规的灵活性来降低企业合规成

本。在责任规则设计方面,限定赔偿数额和建立多层级强制责任保险机制有利于保护产

业避免破产风险,但也能够起到倒逼企业提高安全水平并为赔偿公众的损害提供稳定的

资金保障的作用。如果企业和行业的赔偿数额不足于填补公众遭受的损害,政府的补偿

机制将会启动,责任规则的设计有助于同时实现安全和发展目标。

(二)美国核能法律规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核能法律规制理念的发展方向和我国当前提倡的核安全观有异曲同工之处,其

规制改革经验对我国在核立法和制度完善过程中贯彻国家核安全观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意义。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核立法目的的定位。核立法的核心问题是处理核安全和核能发展的关

系。核能发展具有很强的国家政策导向性,我国正处于国家鼓励核能发展的阶段,在一

定程度上类似于美国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的核能高速发展时期,立法目的应当不

是限制核能发展而是规范其发展。然而,我国当前核能发展面临的安全形势和美国刚开

始发展核能时的情况并不一样,受国外多次核事故的影响,社会公众对核安全问题的关

注程度和安全需求日益高涨,核能发展面临着社会公众的接受性挑战。〔89〕换言之,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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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89〕

SeeEmilyHammondMeazell,“SuperDeference,theScienceObsession,andJudicialReviewofA-
gencyScience”,MichiganLawReview,Vol.109,No.5,2011,pp.733-784.

近年来,尤其是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社会公众对核安全越来越关注,国内核能相关项目

的推进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公众“压力”,多个拟建的核设施项目都因当地公众的强烈抵制而搁浅。例

如,2011年江西彭泽核电项目因安徽望江官方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以停建观望收尾;2013年广东江门

近400亿核燃料项目因当地公众的反对而被取消;2016年连云港市中法千亿级核循环项目由于市民的

强烈抗议而被迫宣布暂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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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发展政策的顺利实施必须要建立在充分保护公众安全与健康的基础上。从这一点来看,

我国核立法应当体现“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发展”的立法目的。2017年出台的

《核安全法》已基本遵循了这一立法思路,〔90〕未来的《原子能法》《核损害赔偿法》等其他核能

立法仍应坚持这一立法目的定位。

第二,关于核能监管组织体系的完善。核能法律规制的重要方面,是行政机关根据

法律的授权对核能利用行为进行直接干预来实现立法的目的。我国现行核能监管体制

经历军民结合、政企分开等多次改革,目前形成了国家发改委下属国家能源局、工业信息

化部下属国防科工局和环境保护部下属国家核安全局为主要门职能部门的管理格局。

前两个部门主要分别负责核电和核工业的管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核安全监管职能(例

如在核应急和核材料的监管方面);〔91〕后一个部门负责核安全监管。〔92〕日本福岛核事

故已经警示了核安全监管独立性不足的严重后果,我国当引以为鉴。尽管在我国的行政

宪政法制下建立类似于美国核规制委员会这样的独立规制机关具有难度,核安全独立监

管也存在不同于美国的其他模式,〔93〕但是将促进核能发展和安全监管的政府职能进行

充分的分离是具有可行性的,况且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这种职能分离也有助于提高监管

的效率和发展部门的专注性。遗憾的是,虽然《核安全法》已经确立了“独立监管”的原

则,但其在具体职能规定方面并没有充分地落实该原则。〔94〕未来的核能立法包括行政

法规的制定应当继续促进该原则的“落地”。

第三,关于总体核安全目标的确立。安全应当为核立法目的之一,但根据我国的立法习

惯,法律通常不会具体规定“安全”的目标,而授权核安全监管机关来负责“解释”法律中的“安

全”。尽管我国曾在国家核安全局起草、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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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

〔92〕

〔93〕

〔94〕

参见《核安全法》(2017年)第1条和第3条。
参见胡帮达,见前注〔85〕,第258页。

SeeInternationalAtomicEnergyAgency,“IntegratedRegulatoryReviewService(IRRS)Report
totheGovernment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2010,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doc-
uments/review-missions/irrs_mission_to_china_jul_2010_2.pdf,lastvisitedJanuary18,2018.

参见胡帮达,见前注〔85〕,第248-254页。
具体而言,虽然《核安全法》第3条规定了“独立监管”的原则,但并没有将制定安全标准(第8

条)、建立安全报告制度(第35条)、核电厂场外应急预案审批(第55条)等安全监管职能赋予国务院核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也回避了国防科工局和国家核安全局在核材料许可审批方面存在的职能交叉的问

题(第38条)。换言之,《核安全法》规定的“独立监管原则”具有宣示性色彩,而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虚置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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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中提出了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的概念,〔95〕其具体目标在数值上

比美国的要求还要严格,〔96〕但是目标制定过程缺乏社会公众参与,能否体现社会的接受性值

得商榷,而且满足这些技术指标是否就意味着足够安全也未从可知。换言之,在安全目标方

面,我国虽有从技术层面上参考美国经验的痕迹,但未突出其风险可接受性这一精神要领。实

际上,美国核能规制机关用“可接受风险”的概念来解释安全的做法对我国的借鉴价值在于转

变理念,从风险的视角认识到安全的限度并制定一个明确可操作而且能够让公众容易理解的

总体安全目标,从而有助于核安全监管机关、核能企业和公众对安全问题以及与核能规制形成

共识。申言之,对我国来说,确立一个可以接受的总体安全目标(即可接受风险水平)具有多重

意义———对监管机关而言,确立一个总体安全目标意味着可解决其在设定具体安全标准时的

价值判断问题;对核能企业而言,明确一个总体安全目标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风险管

理目标;而对公众而言,一个明确的总体安全目标有助于为其评价自身利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

提供一个基点,从而避免费劲地去理解导致风险的具体技术过程。尽管确定一个总体的可接

受的风险规制目标是一个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决策过程,未必能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但这一过程

有助于推动在核安全规制中引入可接受风险的理念。

第四,关于核安全监管手段的优化。核安全监管的重点内容是通过实施许可和监督执法

来防控核能风险,实现已确定的核安全总体目标。从上述核立法目的定位来看,核安全监管手

段设计的理想状态应当是既能实现安全目标又不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监管负担。我国目前的

情况是:在许可制度方面,实体规范类似于美国的两步许可法,即申请核设施建造许可须向国

家核安全局提交初步安全分析报告,申请运行许可须向国家核安全局提交最终的安全分析报

告,〔97〕但在程序规范中未引入听证等公众参与程序;〔98〕在监督执法方面,国家核安全局虽已

·822·

中外法学 2018年第1期

〔95〕

〔96〕

〔97〕

〔98〕

《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及2020年远景目标》总体目标是“进一步提高核设施与

核技术利用装置安全水平,明显降低辐射环境安全风险,基本形成事故防御、污染治理、科技创新、应急响应和

安全监管能力,保障核安全、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辐射环境质量保持良好”:具体目标是“运行核电机组安全

性能指标保持在良好状态,避免发生2级事件,确保不发生3级及以上事件和事故;新建核电机组具备较完善

的严重事故预防和缓解措施,每堆年发生严重堆芯损坏事件的概率低于十万分之一,每堆年发生大量放射性

物质释放事件的概率低于百万分之一;消除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重大安全隐患,确保运行安全”。2017年

国务院批准的《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没有提及安全总体目标。
美国反应堆堆芯损害概率指标低于万分之一每堆年,大规模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事故的平均频

率低于十万分之一每堆年。
参见《核安全法》第25条和第27条。
尽管根据《行政许可法》(2003年)关于听证的一般性规定,核安全监管机关有权决定是否举行听

证,利害关系人亦有权利请求核安全监管机关举行听证,但是由于缺乏明确可操作的规范的指引,实践中核安

全监管机关在颁发建造或运行许可时并未主动或依申请举行听证。《核安全法》第五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

与”将核安全监管部门排除在“通过问卷调查、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利益相关方的

意见”的义务主体之外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核电许可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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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在企业中推行概率风险评价法的应用,〔99〕但尚未将其运用于对监督执法规则的改造,国

家核安全局主要是通过规章和导则对企业实施指令性的监管。也就是说,我国现行核安全监

管手段离上述理想状态尚存在差距。借鉴美国的思路,在许可制度的完善方面,未来核能立法

(包括制定行政法规)应当明确核安全监管部门(国家核安全局)在许可审批过程中组织公众参

与的义务从而以增强对公众权益的保护及其核安全决策的正当性,同时考虑将现行许可中部

分内容分离出来单独设置许可(如设立早期厂址许可 〔100〕和标准设计认证 〔101〕)以提高整个核

安全许可的效率和节省企业核电建设的成本;在改进监督执法措施方面,可以在确立上述总体

安全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或标准来健全风险评价机制与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并

强化结果监督,从而提高核安全规制效率和鼓励企业创新合规方式。

第五,关于核损害赔偿机制的设计。核能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意味着行政规制可能会失灵,

在此情况下,建立有效的核损害赔偿制度是保护公众权益的最后手段,这也是影响核能风险社会

接受性的重要方面。美国经验的启示是,在设计核损害赔偿制度时应当兼顾对公众的保护和对

核能产业发展的保护,而且逐步强化对公众的保护。我国目前尚未加入任何核损害赔偿的国际

公约,在《核安全法》出台之前,亦无法律对核损害赔偿的具体内容进行规定,〔102〕关于核损害赔偿

机制仅有《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国函〔2007〕64号)这一规范性文件。

该批复虽为权宜之计,但不能否认其在一定程序上上反映了同时保护公众和核能产业的制度设

计思路。具体而言,该批复采用了限额赔偿和国家补偿的原则:对一次核事故所造成的核事故,

核电厂业主的最高赔偿额为3亿元人民币,核电厂业主应当做出财务保证(即购买责任保险)来

保障赔偿能力;如果核事故损害的应赔总额超过该最高赔偿额,国家提供最高限额为8亿元人民

币的财政补偿,而对非常核事故造成的核事故损害赔偿,由国务院评估后决定是否需要增加国家

财政补偿金额。不难发现,这些规定和美国《普莱斯—安德森法》最初保护核能产业的思路其实

是很相似的。但现在看来,该批复在保护公众和保护核能产业之间存在严重失衡,其过于保护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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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101〕

〔102〕

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2016年修订)、《核动力厂运行安全规定》(2004
年)以及《概率安全分析技术在核安全领域中的应用(试行)》(2010年)明确提出了核动力厂实施概率安全分

析的要求。
根据国家核安全局制定的《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核电厂安全许可证件的申

请和颁发》(1987年)第4条的规定,企业在提交核电厂可行性报告之前,必须取得国家核安全局批准的核电

厂厂址选择审查意见书。但是,该审查意见书属于建造许可中的必备材料,不是单独的一项许可,不利于为企

业开展建造前期工作提供合法依据。
我国的一些核电技术类型(如华龙一号压水堆核电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设立标准设计认

证制度时机成熟,有利于推广具有丰富实践的成熟核电厂设计。实际上,在笔者曾参与的《核安全法》(草案)
的起草过程中也有专家建议建立标准设计认证制度,但未得到充分论证。

我国《侵权责任法》仅规定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核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第7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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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业而未能给公众提供可以预期的充分的损害救济,〔103〕与当前我国核能产业已经历起步期、

核能市场已经做大做强的现实不匹配,也与日本福岛核事故后社会公众日益增加的对核安全的

期待不相符。尽管《核安全法》已对核损害赔偿的部分原则问题有所回应,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强化企业赔偿责任的倾向(如在责任保险的基础上,规定企业参加互助机制等方式作出适当的

财务保证安排),但其在赔偿责任限制方面却保持“沉默”。〔104〕未来的《原子能法》立法 〔105〕或者

《核损害赔偿法》立法应当与时俱进,可考虑借鉴美国核损害赔偿立法(修法)的经验,建立适当的

机制来逐步提高其企业的赔偿责任限额。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还应当明确《核安全

法》中规定的互助机制的内容以发挥其行业“捆绑”效力,从而进一步强化核损害赔偿责任规则的

安全约束功能,平衡安全和发展的关系。

Abstract:Balancingnucleardevelopmentandnuclearsafetyisthecoreissueofnuclearenergylegal

regulation.U.S.adoptedaregulatorypathwhichcombinesofadministrativeregulationandliabilityre-

gime.Intherespectoftheadministrativeregulation,U.S.established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as

anindependentregulatoryagency.TheNuclearRegulatoryCommissiondefined“safety”as“acceptable

risk”toprovideadequateprotectiontothepublic,enhanceditssafetyregulationefficiencywhileatthe

sametimereducedcorporatecomplianceburdenbyreformingthelicensingprocedureandinnovatingthe

supervisionmeans.Intherespectofliabilityrules,U.S.limitedcorporateliabilityamountsandestab-

lishedamulti-levelliabilityinsurancemechanismtoachievethedualgoalofprotectingpublicrightsand

facilitatingnuclearindustry.ThephilosophyofU.S.nuclearenergyregulationissimilartotheconnota-

tionofChina'sNationalNuclearSafetyConcept,anditsexperiencecanbelearnedforChinatoclarifythe

purposeofnuclearlegislation,improvethenuclearenergyregulatorysystem,establishanoverallnuclear

safetyobjective,optimizenuclearsupervisionmechanismsandimprovethenucleardamagecompensation

regime.

KeyWords:NuclearSafety;Independence;AcceptableRisk;Licensing;NuclearLiability

(责任编辑:陈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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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4〕

〔105〕

根据经合组织核能署(OECD-NEA)关于世界各国企业核损害赔偿数额规定的统计,在规定赔偿限

额的国家中,我国企业赔偿数额和国家补偿都远低于大多数核电国家。参见“NuclearOperatorLiabilityAmounts
andFinancialSecurityLimits”,http://www.oecd-nea.org/law/table-liability-coverage-limits.pdf,最后访问日

期:2018年1月18日。
详见《核安全法》第90条。
《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国函〔2007〕64号)指出,未来在起草《原子能法(草

案)》时,应当对上该批复中的各项内容以及诉讼时效、法院管辖等做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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